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总结

党的历史，更好地发挥党的历史的

鉴今、资政作用，是新形势下推动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不 断 发 展 的 迫 切 需

要。乡村建设的陕甘宁边区道路，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社会治理

的典型样本，其折射出的基层社会

治理理念，对新形势下坚持依法治

理原则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完善法

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具有重大

的鉴今、资政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

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

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新时代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回顾历史，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从乡村起步

的“延安道路”，围绕如何坚持基层

党的领导、如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如何塑造新型农民进而发挥其治理主

体作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

效、成绩斐然的探索实践，走出了一

条社会改造、乡村治理的新路。

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

心、乡 （市） 级政权为主要执行者的

治理格局。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广

泛的乡村下层。在边区乡村治理的实

践中，边区政府始终将发挥党支部领

导核心的作用、加强乡 （市） 一级政

权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1938年

5 月，边区党委、边区政府联合下发

《关于乡村级党和政府及民众团体组

织问题的决定 （草案）》，就“支部

的组织与工作”“乡级行政组织”等

进行规定，明确边区的地方支部“应

是乡村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地方武装

的领导者，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党政

军民的工都是支部所必需管理的工

作”。在坚持支部领导核心的同时，

边区又先后公布了 《陕甘宁边区各乡

市政府组织条例》《修正陕甘宁边区

各 乡 （市） 政 府 组 织 暂 行 条 例 草

案》，规定乡 （市） 政府根据工作需

要可设立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

建设、锄奸等委员会，并承担“实行

边区施政纲领、边区政府法令及上级

政府指示”等 7 项基本的职能和任

务，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政权职责，理

顺了基层党政关系，形成了基层党组

织的领导、基层政权为主要执行者的

治理格局。

通过组织建设、劳模运动等方

式，实现了对边区群众的再塑造。回

顾中国近代的乡村治理历程，无论是

政府主导的“官治”，还是倡导地方

精英的“民治”，结果都遭遇梁漱溟

所说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的难题。陕甘宁边区通过“组织起来

——个体塑造”这一模式，不仅成功

实现了对乡村内生型精英的再塑造，

而且有效组织、动员了边区广大群众

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出其治理

主体的作用。这其中，“组织起来”

是将原本分散的动员对象吸纳到具有

统一目标的民众团体中，使其从事有

组织的生产生活活动。边区的这种民

众团体，既有农救会、青救会等政治

性质的民众团体，也有自卫队、民兵

等军事性质的民众团体；既有变工

队、合作社等经济性质的民众团体，

还有读报小组、秧歌队等文化性质的

民众组织。可以说，边区乡村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有相应的民众组织来实

行。在将群众“组织起来”的同时，

边区还注重对已经“组织化”了的群

众采取不同的动员策略和态度，从而

达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目的。如

对农业、工业等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

积极分子和先进典型，从乡到边区各

级政府都召开声势浩大的劳动英雄代

表大会。党和边区的领导人毛泽东、

朱德、林伯渠等通过在劳动英雄大会

上发表讲话、接见劳模等方式，表达

他们对劳模的重视，形成了一场规模

甚大的“劳模运动”。而对于以“二

流子”为代表的落后分子则进行规

劝、教育，帮助其制定生产计划，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大多数“二流

子”在劳动中得到改造，变成新人，

有的甚至当了劳动英雄。

坚持民主政治、社会经济、文化

教育等全方位、综合性建设的社会治

理思路。纵观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

治理实践，绝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而是体现出一种系统性的综合治

理策略，使边区的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各项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

发展。边区实行普遍、直接、平等的

基层民主选举，群众通过画圈、点

洞、投豆等方式，选举出自己所爱

戴、信任的人，充实到乡 （市） 级

参议会和政府中。延安蟠龙区几乎

全体选民参加了投票，极少出窑洞

的小脚婆姨，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

参加选举。倡导以“变工”等为主

要形式的劳动互助合作运动，大力

发展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

以南区合作社为典型的综合性合作

社，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针对

边区教育事业落后、扫盲任务艰巨

的 实 际 ， 颁 布 了 一 系 列 文 件 、 条

例、指示和法令，制定了完备的文

化教育方针和措施，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地广泛开展识字运动、冬学

运动等。对于边区经济社会发展所

取得的成就，毛泽东用“十个没有”

来称赞，即“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

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

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

……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一言以蔽

之，边区的乡村社会治理是全面的而

非局部的，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一

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边区进行乡村

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要不

符 合 人 民 利 益 的 都 进 行 了 彻 底 的

改造。

综合运用法律、道德、村民自治

乃至风俗习惯等治理手段，促使其发

挥各自的作用。重视并积极推进边区

的民主法制建设，立足边区实际先后

制定了涵盖宪法、民法、刑法、诉讼

法等诸多方面的新型法律制度，从而

奠 定 了 我 党 在 边 区 良 法 善 治 的 基

础。比如，针对盗匪、烟毒以及旧

社会遗留且根深蒂固的买卖婚姻、

封建迷信、“二流子”等社会问题，

边区先后颁布了 《陕甘宁边区抗战

时期惩治盗匪条例 （草案）》《陕甘

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 （草案）》 等

法令，开展了依法改造社会、解决

社会问题的治理实践。如为根绝烟

毒，保障人民群众健康，边区政府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禁毒法规法令，

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禁

毒工作的主要方面，有效遏制了边

区境内的各种毒品犯罪。在坚持法

律外部保障的同时，边区还非常重

视 传 统 文 化 、 道 德 规 范 的 教 化 作

用，并鼓励村民通过制定村规民约

来 改 善 人 际 关 系 、 弘 扬 社 会 新 风

尚。如边区对秧歌、戏曲、民歌等

传统的文艺进行充分利用，活泼生

动地把旧的文化道德改造为新的文

化道德，激起了民间抗战的觉醒，促

进了边区的社会动员和治理优化。再

比如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圪崂村制定了

“十二条村民公约”，就不吸烟、不赌

博、不吵嘴以及生产、纺线、种棉、

交公粮等进行了约定，实现了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此外，边区还重视对

民事习惯的调查、整理和甄别，并有

条件将民事习惯作为司法裁判的依

据，继而确定纠纷双方的权利义务，

从而有效、彻底化解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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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集中”是腾出大量农村居

民住宅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为土地规

模经营和产业园区建设提供先机，

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土地集

中”为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和新型城

镇化建设提供空间和平台，加快推

动农用地规模经营，调整优化集中

连片、稳定高产、生态良好的高附

加值农业产业布局，为一二三产业

发展提供用地保障。“产业集中”为

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助力提升乡村产业经济效益，促进

农业就业人口进一步向非农就业转

移 ， 使 城 乡 居 民 共 享 改 革 发 展 成

果、实现共同富裕。

“三个集中”互为依存、相互促

进，合力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布

局日臻集约高效。以明确乡村功能

定位为起点，以探索新型农村经营

主体、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

场化配置为重点，通过乡村“居住

集中”“土地集中”和“产业集中”

（下称“三个集中”） 改革，保障公

共服务设施集约统一配置和土地集

约利用，形成乡村产业集聚规模效

应，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更

充足的空间载体，是推动城乡高质

量融合发展的关键。

突出规划引领。坚持“多规合

一、城乡统筹、因地制宜、节约土

地、生态优先”等基本原则，高标

准开展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设计工

作。基于全域视阈梳理研究乡村风

貌，制定出台乡村建设风貌引导性

文件 《乡村风貌规划设计导则》《村

民住房方案图集》 等。既要有统一

风貌更要有乡村韵味和地域特色，

既要有入眼的自然肌理更要有走心

的文化传承。另外，根据当前农民

家庭人口结构小型化、年龄结构老

龄化、需求结构多样化等特点，注

重完善配套功能，强化居住环境整

体功能的协调性，使集中居住区成

为美丽家园、幸福乐园。

明确实施主体。 以 “ 政 府 主

导、农民主体、市场推动、社会参

与 ” 为 导 向 ， 坚 持 县 （区） 镇

（乡） 二级政府是引领者和推动者的

定位，真正把农民这一最大受益群

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有

效 激 活 社 会 资 本 投 资 对 接 乡 村 建

设，引导优质资源要素从城市向乡

村流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氛围。

强化产业支撑。坚持以产业融

合集聚为前提，探索构建分层分类

发展、适宜农民到集镇和中心村就

业创业的产业体系。在新市镇，要

通过产业发展规划带动优势特色产

业 做 大 做 强 ， 促 进 产 业 集 群 化 发

展，使之成为大众创业的产业集聚

区和区域创新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在中心村，要充分发挥乡村农家文

化和自然风貌的魅力，科学合理地

开发经营具有浓郁乡村特色的文化

旅游资源，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致

富渠道。

深化机制创新。一是健全政策

扶持体系。尽快制定出台农村农民

集中居住区建设指导意见或管理办

法，明确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和组

织机制，明确调动农民集中居住各

方积极性的各项优惠政策。二是创

新土地利用机制。进一步推进土地

综合整治和村庄整治，用足用好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全面

实行土地确权颁证为前提，稳步开

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

点工作，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

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三是拓宽

投融资渠道。探索设立乡村振兴发

展基金，从年度财政增量收入、政

府综合帮扶专项资金补贴和土地出

让金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辅之吸

纳社会资本，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

多渠道资金保障。

推动乡村治理需要善于从历史中

汲取有益营养成分。梁漱溟在乡村教

育、促进农民合作、构造新社会组织

等方面对乡村治理的探索，不仅承载

着其试图改变国家遭遇的原初梦想，

而且对当时的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推

动作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后

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从理论与

实践层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多层面探

索，其实践探索的启发意义主要是，

乡村治理要注重系统性谋划、积极寻

求公共空间建构、努力实现建设与治

理的有机统一。虽然其探索是对当时

特殊时空环境中乡村转型的一种尝

试，但是对今天的乡村治理仍具有重

要启发意义。

从“乡治”到“乡
村建设”的探索

梳理梁漱溟乡村治理的探索可以

看出，1931年前，其乡村治理探索被

称为“乡治”和“村治”，1931年后则

被称为“乡村建设”。虽然在不同阶段

各有侧重，但其主要着力点都集中在

乡村教育、促进农民合作、构造新社

会组织等方面。

注重乡村教育。梁漱溟认为，要

解决乡村问题，就必须重视“人”这

一最重要因素。而这个“人”又必须

是有知识、有眼光的人。因此，他极

力推崇乡村教育，积极创办乡村学

校。在邹平试验中，他这样描绘乡村

学校：“村学是为一村求进步的；就以

阖村算一个学堂，父老中有品有学的

为学长，为人明白会办事的为学董，

领着众人一齐讲学；还恐自家人知识

不足，更请位教员先生来指教我们一

切。——这便是村学。有些事不是一

村办得了的，必须邻近多少村庄联合

起来才行。这时候就需要品学资望更

高的人出头领导，多请两位教员来指

教——这便是乡学。”乡村学校一般分

设普通部和高级部。普通部面向一般

民众，主要承担知识普及和传授乡村

建设基本知识等任务；高级部则主要

承担造就具有一定文化基础乡村事业

干部之厚望。在有些地区，他还提倡

加设桑蚕班、儿童班和妇女班等实践

操作课。教学方式主要有学校式教育

和社会式教育两种。其中，学校式教

育“多取谈话式以引起学生之兴趣，

惟于较深道理间取演讲式”，社会式教

育则通过开展朝会、自卫训练、集市

演讲、机械合作、蚕桑合作等方式对

农民进行实践引导。谁来实施乡村教

育？他认为主要还是“有品有学”之

士绅。为此，他提倡知识分子下乡。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下乡具有为乡村

扩增“耳目”“喉舌”“头脑”等诸多

好处，能为乡村带来新气息、新知

识、新文化、新技术，武装农民头

脑。于是，在其带领下，一些“有品

有学”之士绅来乡农学校当“教员”，

为乡村治理贡献才智。

创设农民产业合作社。散漫无力

是当时乡村社会的主要弊病，这种情

况不仅导致乡村社会无法求富求强，

甚至无力自保。鉴于此，梁漱溟急切

呼吁在设立乡学村学的同时，创立各

种形式的产业合作社，以带动乡民合

作增收。在他看来，农业改良、人才

训练、消费流通无一不依赖合作；没

有产业合作社，乡村改进将在“人”

“钱”上面临无所依托的困顿。创设各

种形式的合作社，不仅可以把农民组

织起来，降低乡民从事农业活动的风

险，让农民增产增收，而且还可以训

练民众的自治习惯，培养其政治意

识，进而同步解决乡村建设的“人”

和“钱”问题。为此，在他的带领

下，一些地方成立了诸如棉花合作

社、林业合作社等形式的产业合作

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梁

邹美棉运销合作社”。比如，邹平北部

几个乡是棉花集中生产区。建立棉花

合作社之前，棉花产量一直比较低，

建立棉花合作社之后，乡民在育种、

耕种、销售等方面有了更多的合作，

不仅使棉花的产量大幅度增产增收，

而且提高了乡民的合作意识和自我约

束意识，增强了乡民间团结和乡村社

会的协调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

印证了他所提倡的“合作要落在农

村、产业上”。

构造新的乡村社会组织。梁漱溟

对乡村建设的探索，实际上逐渐经历

了从国权不立的政治问题到思考产业

合作社的经济问题，最后将落脚点置

于社会组织构造这一过程。比如，他

一再提醒乡村建设人员，“单从经济上

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必

须注意经济以外而与经济相关系那四

周围一切的事情，而做功夫才行”。这

个功夫就是构造新的社会组织。但

是，这个社会组织构造并不仅仅是创

办乡农学校、产业合作社等物理层面

的组织，还应包含礼俗等精神层面的

锻造。梁漱溟比较认同孟德斯鸠对中

国社会的判断，认为中国乡村社会应

该有“法”之约束，只不过这种法不

同于西方国家，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所特有的“礼”——“合宗教、法

典 、 仪 文 、 习 俗 四 者 于 一 炉 而 冶

之。……一言以括之曰‘礼’。”这种

“礼”能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正如

此，他在邹平试验中极力提倡依据

“伦理本位、人生向上”的原则来创设

“乡约”，进而用“乡约”来醇化乡

风，为乡村社会组织构造奠定文化基

础。因此，他提倡在继承传统基础上

订立“村民保护林木规约”，同时还主

张各乡农学校根据各庄实际兴办乡老

谈话会、导友制和共学团实验等颇具

特色的组织团体。

梁漱溟乡村建设探
索的当代启示

虽然当时梁漱溟探索乡村建设的

时空环境与当今中国乡村治理所面临

的情况迥然不同，但是，其蕴含的价

值仍从多方面展现出启发意义。

乡村治理需要系统性谋划。梁漱

溟不仅注重推动乡村教育，而且提倡

建立产业合作社，还从组织、风俗等

精神方面构造新的社会组织。这说明

在其构想中，乡村建设绝不是某一个

单方面的事情，而是一项涉及面非常

广泛的复杂系统工程。在乡村凋敝、

战火频仍的当时，他尚能形成如此理

性的判断，实属难得。当前，乡村治

理所面临的时空环境与其当时所处的

境遇已截然不同，内外条件和已有基

础都更好，再加上随着乡村治理主体

日益多元、事务日益复杂、诉求日益

多面、风险日益增多，更需要树立系

统性思维，统筹谋划如何构筑更加合

理的治理结构、激发更加多元的治理

主体、回应更加复杂的利益诉求、开

发运用多种治理手段、调控更加多变

的治理风险等多层面问题。从这个角

度看，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着力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重视农村义

务教育、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培育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打赢农

村脱贫攻坚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

盾、加强城乡社区建设、促进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及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正

是以系统性思维谋划乡村治理的生动

写照。

公 共 空 间 建 构 是 乡 村 治 理 的 基

础。任何治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空间中

进行的，没有空间就没有治理。治理

活动的开展过程也是开发、运用一定

空间的过程。但是，真正有助于治理

活动的空间并不是私人空间，而是公

共空间。这正是梁漱溟着力推动构筑

新的社会组织、建立产业合作社、注

重乡村教育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些

举措能从推动社会成员“注意关切公

共事情，提高表见组织能力”、维系乡

村社会教化、以乡民精神推动乡村服

务等层面，助力建构乡村公共空间，

继而形成乡村治理的一致性意见和行

动。因此，当前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

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合适的公共空间

不仅能给乡村治理提供必备的物理支

撑，而且能为公众参与乡村治理提供

平台，进而激发其参与乡村公共事务

的意愿和能力，带动更多的人参与乡

村公共事务治理。当然，今天的乡村

公共空间建构无论是在尺度、范围还

是在层次和领域上，都同梁漱溟当时

所处的环境大不一样。但是，这并不

构成忽视乡村公共空间建构的理由。

相反，恰恰说明人们更应把公共空间

建构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工程。

实现建设与治理的统一是乡村治

理的重要方略。从历史视角回望上世

纪30年代的时代境遇可以体会到，乡

村社会承载着梁漱溟试图改变国家遭

遇的原初梦想。但是，这种梦想不是

一成不变的。正所谓，“观念的东西不

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

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经历诸多

实践之后，梁漱溟由粤、豫入鲁后，

逐渐从提倡“村治”转而改为“乡村

建设”。之所以如此，依其解释是“以

村治一词不如乡村建设之通俗易晓”。

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其“建

设”与“村治”是同脉相承的。这对

当下乡村治理的启发是，虽然以“治

理”视角考量，其当初的乡村建设活

动确实未明显论及“治理”一词，却

于无形之中体现着治理的意涵；虽然

建设与治理各有不同侧重点，但是其

内在逻辑关联始终是紧密相依的。因

此，理应同步推进建设与治理活动，

这是形成有效乡村治理所必须坚持的

重要方略。从实践来看，当前各地正

在着力推动的乡村精准扶贫、乡村环

境大整治、城乡融合发展，实际上就

是努力寻求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同

步演进。


